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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疏与嘉靖皇帝理政方式的转变

（吉林大学 文学院历史系，长春 130012）

王 剑

学界在论及明中叶以后诸帝时，多以怠政笼统概括，其表现无非是疏于与大臣论政，或怠于上朝，

或懒于批答章奏。事实上，在中叶以后的诸帝中嘉靖皇帝并非完全如此。嘉靖皇帝不临朝或少临朝而

能牢牢控制朝政，他“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他修玄厌政却“大张驰、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

至不可测度”。这个结果和通常所说的嘉靖皇帝怠政的表现是不一致的。何以至此？嘉靖朝是明代使

用密疏十分广泛的时期。它对嘉靖朝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 

 

早朝由勤于理朝到临御日浅

在明代，皇帝最主要的理政方式不外乎是上朝与朝臣们商议政务和处理批答章奏两种。

本来自明初始，皇帝与朝臣们议政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君臣同游”、“赐宴”、“留宿”、“入

直奏对”等，但这些良好的议政传统大多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据徐学聚《国朝典汇》卷 24《论道

议政》和卷 26《召对》条的记载，这些议政方式主要发生在明初，稍晚也大多在孝宗弘治以前，此

后这些行之有效的议政方式则少有发生。因此嘉靖时的杨一清说：“至我宪庙以来，召对延访之典缺

焉”。①除以上各种议政方式外，皇帝最主要也是最经常的与朝臣商议政务的方式就是举行朝会了，即

通常所说的上朝。

作为明代皇帝理政方式的上朝，只是日朝。明制规定，皇帝上朝分大朝和常朝两大类，大朝只在

每年的正旦、冬至和皇帝的万寿节时举行，此时皇帝的主要活动是祭祀和接受百官的朝贺，并不处理

政务，甚至宣宗在宣德二年规定：“今岁维新，上元届节，特赐百官假十日，凡有机务重事，封进来

闻。”此制成为定例，为后来历代遵行，至有“诸司堂属，俱放假遨游，省署为空”之景象。②而常朝

中的朔、望两日，也是礼节性朝会，这两天“百官公服朝参，而不引见奏事”。③ 

日朝是明代诸帝处理政务的最主要方式，它又有早朝和午朝之分。午朝本来是皇帝在早朝之后，

与一些特殊的大臣继续商讨政务的方式，所谓：“蚤（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

午后事简，卿等有所欲言，可就从容陈论，毋以将晡朕倦于听纳，盖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时与卿

等商榷。”④但在英宗初年，因英宗年幼无议政能力，午朝之制遂被取消。此后午朝虽在景泰间得以恢

① 杨一清：《杨一清集》密谕录，卷六，《论进广圣德以弭天变本奏对》。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元夕放灯》。
③ 《大明会典》卷四十三，礼部一，《朝贺》。
④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 O九，《朝仪》



「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會議論文 請勿轉引 2

复，亦多是时辍时复，即便是有限的恢复，也多流于形式。到了嘉靖元年，山东道御史刘廷簠奏请世

宗仿太宗午朝之制，“勤政事亲儒臣以慰天下仰望”，世宗嘉纳之，①但并没有举行午朝之典。

从太祖到宣宗，早朝之制是得到严格遵守的，无论严冬还是酷暑。甚至在“冬气严凝，群臣早朝

奏事，久立不堪”的情况下，早朝之制也没有停止过。②很显然，此时的早朝既是皇帝们勤于政事的

表现，也是他们实在地处理政务最有效的方式。明代早朝之制出现变化是缘于英宗冲龄即位后的一个

偶然：“英宗以幼冲即位，三杨虑圣体易倦，因创权制，每日早朝，止许言事八件。”明人王锜、焦

竑、朱国桢和孙承泽等人都记载过此事，③不过焦竑在《玉堂丛语》中的记载值得注意：“自太祖相

传，列圣临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杨虑圣体易倦，

因创权制，每日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

传旨而已。英宗既殂，三臣继卒，无人敢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④焦竑所记是源于王锜的

《寓圃杂记》。焦竑为万历时人，所记之“迄今”应是万历时期。言外之意，嘉靖时期也应是遵循这

个传统。 

毫无疑问，早朝处理章奏如此之少，早朝议政的功能已大打折扣，这使得皇帝上朝理政的效果和

积极性受到影响，甚至早朝已成为一种礼制或皇权存在的象征。事实上，明中叶以降诸帝罕与大臣相

见的情况，正好能说明这一点。这表明中叶以后诸帝的理政方式已发生了变化。不过，就嘉靖皇帝来

说，情况并不完全如此。世宗皇帝对上朝理政的热情，却经历了由初政时的励精图治，到中期以后的

疏于上朝。

世宗初政，尚勤于治。但是，自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以后，特别

是“统计处成化到天启一百六七十年，其间延访大臣不宏（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廉远堂高，君门

万里。无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的说法，⑤让后人多将自宪宗至天启间的皇帝笼统地等同视之，

并将少上朝或不上朝视为怠政的标准。这种看法在除世宗之外的其他皇帝身上可能是这样的，但世宗

却绝非如此。《明史》记载并为后世所诟的世宗最早的怠政是嘉靖三年。《邓继曾传》云“帝渐疏大臣，

政率内决”。此记载并不足以说明世宗怠政不朝，因为嘉靖三年正是世宗和杨廷和等议礼大臣在继统

和继嗣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时的世宗不可能去亲近这些在议礼问题上反对他的人。因此，

赵翼就此评述的“是临政未久，即已疏大臣也”，是没有根据的。又有赵翼以嘉靖十一年正月的祈谷

礼由郭勋代行之事，来推断世宗的怠政，其实也是没有根据的。理由是此前的实录中并没有世宗怠政

不朝的记载。此事倒有两个反证。嘉靖六年十二月，大学士杨一清奏请世宗勿过劳：“今陛下常于昧

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座，虽大风寒无间。是固励精图治之心，第圣躬得无过劳乎”。⑥再即嘉靖

十一年七月，因“上体违和，数不视朝”，鸿胪寺卿王道中因请领缴敕书及辞见人员暂受左顺门。当

时的礼部尚书夏言说：“皇上励精图治，视朝临政，鲜有暇日，其面见面辞及领缴命敕人员，虽遇暂

① 《明世宗实录》卷十九，嘉靖元年十月丁亥。
② 余继登：《典故记闻》卷七，永乐七年十月
③ 王锜：《寓圃杂记》卷一。焦竑：《玉堂丛语》卷六，《事例》。朱国桢：《大政记》。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
四十九，《通政使司》。
④ 焦竑：《玉堂丛语》卷六，《事例》。
⑤ 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
⑥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 O九，《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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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免朝，仍候视朝时奏见。”“上深然之”。①因此世宗初政应是视朝不缀的。这一点，世宗本人也说过：

“朕诞膺天眷，临御大宝，二十一年于兹，夙夜兢兢，钦若上帝，祇奉庙谟，罔敢怠遑。故凡八柄之

操，五刑之用，皆稽谋自天，考训于祖，恩宥罔偏于近御，刑赏大同于宫府，凡以成平明之治，洽于

变之风，以期无负天与祖宗付託之重”。②

世宗开始少朝或不朝是在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此后他移居西苑少有上朝。史称：“遭宫婢

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接。”③为此，有学者认为，“在嘉靖二十年

之前，世宗是位勤于政事，致力于全面改革的有为之君”。④言外之意也是说世宗在嘉靖二十一年以后，

不再是热心于朝政了。事实上未必如此，世宗少朝或不朝只是表面现象，我认为，此后世宗的理政方

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上朝理政向独揽批答章奏的转变。

由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的转变

在明代皇帝的理方式中，和上朝理政一样重要的还有批答章奏。它是朝廷“耳目外通”了解下情，

防止“聪明内蔽”的重要方式，也是朝廷通过对章奏的批答来发布政令，进而施政的重要手段。历朝

历代都很重视章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明初诸帝更是如此。朱元璋将否能掌控对朝臣章奏的独

立批答，视为剥夺中书省权力并实现皇权专制的重要手段。⑤所以在洪武十三年废除丞相制以后，天

下章奏皆由他一个人亲批，所谓：“批答与御前传旨为一事”。但是自永乐年间内阁出现以后，皇帝对

朝臣章奏的批答发生了一些潜在的变化，这就是永乐以后，皇帝对正常章奏的处理出现了程序上新变

化。《翰林记》说“永乐、洪熙二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人不得与闻，虽倚毗之意甚专，然批答出

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也。”⑥洪武时期的所有章奏都是皇帝一人亲批，而永乐、洪熙时期则出现了皇

帝与内阁阁臣共议的局面，虽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但批答之内容已经包含了皇帝与

阁臣“造膝密议”的意见。这些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的批答，因永乐皇帝的英明刚武，可能更多

的是永乐皇帝自己的主张，阁臣的意见还相对较少，但到了仁宣时期，阁臣的意见对皇帝决断的影响

越来越大。宣德时期内阁出现了票拟制正是符合这样的政治要求。

从制度的设计上来说，内阁的票拟制本应是为了协助皇帝更好地处理章奏，但这个制度本身要求

皇帝必须以勤政为前提，一旦这个前提得不到保证，那么，内阁的票拟则可能成为皇帝怠政、不认真

处理章奏的一个支持条件。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将早朝的朝仪改为日理章奏八件，这就使得皇

帝在常朝之外处理章奏的事务应该明显地增多，如果英宗在长大后能象“三杨”所期望的那样，将此

权宜之制改回“故事”的话，那么皇帝批答章奏事务的繁重性还可能有所减轻，或者皇帝减少处理章

①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 O九，《朝仪》。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八，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戊申。
③ 《明史》卷二 O七，《陶仲文传》。
④ 田澍：《嘉靖革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 68页。
⑤ 如洪武三年底朱元璋对儒士严礼反对奏事隔越中书的坚决批驳，并再次重申“人君不能躬揽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
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塞之，可乎？”这无疑是对丞相专揽下情的不满。洪武十年六月颁
诏臣民言事许直达御前；七月设通政司掌四方章奏；到十一年三月规定臣民奏事不许关白中书省。至此奏事不许隔越
中书省的规定被打破了。
⑥ 黄佐：《翰林记》卷二，《传旨条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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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所产生的副作用还可以通过上朝的方式得以补充。事实并非如此。“三杨”创立的权宜之制成为后

世的定制后，皇帝能否及时地处理章奏也就成了皇帝理政最重要的途径了，如果这个途径得不到保证，

皇帝的怠政将是实际地发生了。也正是因为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在怠于上朝之后，又在处理章奏方面不

能象太祖太宗那样勤政，所以为后人批评诟骂者较多。

而事实上，从明中叶以后，英宗和世宗两位皇帝在处理章奏方面并不象后人通常所说的那样。关

于英宗，有学者说“在南城的日子大概使英宗懂得了敬天勤政的重要性。复位后，他对敬天敬祖、处

理政务、接见大臣等事是一丝不苟地进行”。①在章奏的批答方面，英宗曾对阁臣李贤说：“朕每得章

奏，无不亲阅，左右或以为万几（机）至繁，一一亲览，未免劳神，恐非养生之道。朕谕之曰，身负

荷天下之重，而图自安逸可乎？劳一身以安兆民，予所欲也。”②英宗之所以在处理章奏方面如此勤政，

除了南城之痛记忆犹新的激励外，英宗后期的内阁阁臣李贤、彭时和吕原等，多同心同德、协力相资，

共同辅佐英宗皇帝。特别是李贤，史称“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③，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在

协助英宗处理朝政和章奏方面的作用较为突出。而此时英宗对司礼监宦官在处理章奏方面代为批红的

依赖，还不是很特别。所以英宗在处理朝政和批答朝臣章奏方面，还是相当积极主动的。

从成化到正德间，诸帝大多是既懒于上朝理政，又疏于处理章奏。这除了几位皇帝个人懒散的因

素外，此间体制的支持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一方面，这时内阁的阁臣很少有象“三杨”和李贤那样

的能形成一个内阁整体，齐心协力，尽诚辅佐，而多是庸才充位型内阁和阉党型内阁，④即便有刘健、

谢迁、李东阳、王鏊、杨廷和等正直之能臣补救其间，仍不能改变几位皇帝的怠政情况，有时甚至正

是这些能臣的尽诚辅佐，反而还使得这几位皇帝在处理朝臣章奏方面更多的依赖于内阁的票拟。另一

方面，随着内阁体制在这个时期日渐定型，司礼监在代皇帝批红方面也渐成定制，特别是这个时期几

位皇帝都比较重视和信任身边的宦官，如宪宗朝的汪直、孝宗朝的李广，武宗朝的刘瑾等宦官，司礼

监宦官在协助皇帝处理章奏方面的作用越发独立。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宦官批红则完全是代皇帝行

事，只能表达皇帝的意见和决定，而不能掺杂自己的私意。换句话说，内阁票拟权具有一定程度的独

立性，而宦官批红权则完完全全地从属于皇权”。⑤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恐非完全如此。此说的根据应

是刘若愚在《酌中志》所说的：“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

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改正”。⑥如果照此说，那么司礼监的宦官在代皇帝

批红时就应该是不时地要向皇帝询问如何批红，而实际的处理程序并非如此，一是根本没有司礼监宦

官在皇帝身边代为批红的记载，二是刘若愚说：“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秉笔分到直房，即管文书者，

打发本管公公，一本一本照阁中原票，用朱笔誊批，事毕奏过才打发。”⑦言外之意已明确，宦官们代

批红是在自己的值房，而不是在皇帝身边，所以司礼监宦官批红完全是代皇帝行事的说法，是不完全

准确的。但无论是皇帝批答章奏时对内阁票拟的信赖，还是司礼监代皇帝批红的越发独立，都会在体

①赵毅、罗东阳：《正统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 327页。
②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一 O，《章奏》
③ 《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④ 暴鸿昌：《暴鸿昌文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5-12页。
⑤ 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218页。
⑥ 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街门职掌》。
⑦ 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二，《各家经管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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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上让皇帝更加怠政，宪宗、孝宗和武宗莫不如此。

世宗皇帝则截然相反，如前述，世宗初政尚勤于治，视朝不辍。问题是三杨创立的权宜之制以后，

特别是宪宗成化朝以后，皇帝的视朝已成“具文”，皇帝的理政方式很显然主要依赖于对朝臣章奏的

批答。在嘉靖二十年以前，世宗在勤于视朝的同时，已特别重视对朝臣章奏的批答。二十一年“宫婢

之变”以后，他虽移居西苑，不再上朝，也很少接见群臣，不与群臣议政，但他却通过批答朝臣章奏

的方式，控制着朝政，总揽天下。范守己说：“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

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

亦必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以故大张驰，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辅臣欲有所与，亦从臾之，或揣摩捭阖之耳。”
①所以明人对世宗理政方式转变的认识是很清楚的。李维桢说：“（世宗）斋居数十年，图迴天下于掌

上。中外俨然如临”。②何乔远说：“（世宗）晚节西苑崇玄，帝心固以为敬天，虽万几在宥，而精神无

时不运于天下，四十余年如一日。”③明人的这些说法表明，世宗皇帝并没有怠政，他虽少上朝或不上

朝，不与朝臣议政，但他勤于批答章奏，因而才能做到“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虽深

居渊黙，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④因此，世宗皇帝的理政风格，既不同明初的太祖、太宗勤于视朝

议政，也不同于中叶以后其他的帝王既疏于视朝，又懒于批答章奏，而是在表面上疏于上朝，实际上，

通过每日勤于批答章奏进而达到乾刚独断的局面。

由批答章奏向更加重视密疏的转变

在明代，密疏也称为密奏、密陈、封事、密疏言事等。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秘密章奏，是一种

下情上达的特殊方式。⑤明代诸帝对密疏政治，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如太祖用其来剥夺相权，或打击

功臣以加强皇权；建文帝用其作为与朱棣进行斗争的秘密武器，⑥永乐以后诸帝基本上都将其作为了

解下情的重要渠道。更重要的是，自洪武年间始，密疏政治还逐渐地制度化了，在诸如密疏的书写与

进呈、处理程式、进密疏人的资格、保密等各方面，均形成了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规章与制度，这对明

代中后期的诸帝实行密疏政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和先例。

在明代的现实政治中，中叶以后的诸帝，尤其是被后人视为怠政的皇帝，无一不对密疏政治表现

出强烈的依赖，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叶以后的诸帝由于怠政而造成了君臣否隔，言路不畅，而密疏政

治却可以弥补由于疏于视朝或懒于批答章奏而引起的皇权对朝政可能的失控。万历时的马孟祯在批评

万历皇帝时曾道出过其中的缘由：“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通下情者惟章奏。而

① 谈迁：《国榷》卷六四，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范守己曰”
② 谈迁：《国榷》卷六四，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李维桢曰”
③ 谈迁：《国榷》卷六四，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何乔远曰”
④ 谈迁：《国榷》卷六四，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史臣曰”
⑤ 王剑：《明代的密疏：下情上达的一种特殊方式》《西南师大学报》，2005年第 2期。
⑥ 焦竑：《玉堂丛语》卷四，《忠节》；《明史》卷一四三，《王艮传》记载：永乐初年，太宗曾让翰林侍读学士解缙、
胡广、李贯等整理建文时群臣章奏，“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太宗遂“命（李）贯与（解）缙等编阅，留军马田
粮数，尽焚诸干犯者。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贯实未尝有也。” 建文朝仅
短短几年，有这么多密疏，说明建文朝密疏政治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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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入旨出悉由内侍，其彻御览与果出圣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虑也。”①马孟祯所言虽然是直指

万历皇帝，但马氏所批评万历的这几项毛病，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明中叶的诸位皇帝身上都或多或

少地存在着，也就是说，万历朝“通下情者惟章奏”的理政特点，在前朝怠政诸帝身上一并存在。不

过，我们发现，怠政诸帝没有一个失去对朝政的控制的。据此，清人赵翼也不解地说：“倦勤者即权

归于奄寺嬖幸，独断者又为一二权奸窃颜色为威福，而上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

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②其实，赵翼所不解的问题的结症是，缘何明代中叶天子不见朝臣，

君臣否隔，明朝还能苟延残喘一百多年？问题的答案赵翼曾提及过，但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这就

是他引马孟祯奏言时提到的“通下情者惟章奏”这句话。据此，我认为，“通下情者惟章奏”，亦即

诸帝不见朝臣却可以通过批答章奏完全控制朝政的另一说法。这表明唯重章奏已经是中叶以后诸帝的

一种理政风格，同时这种理政风格又为密疏政治的存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为如前所述，密疏的本

质特征就是一种特殊的章奏。

与明中叶其他诸帝相比，世宗在重视和使用密疏方面可以说是个典范。与一般的章奏相比，密疏

因其上呈渠道特殊、保密效果好、处理程序简便、无需内阁票拟、可以避开六科发抄等特征，可以完

整地体现皇权在决策方面的独断性、独立性和绝对性。③这是行密疏政治最好的体制保证，也是下情

上达最有效的方式，又舍此而谁？此外，世宗大行密疏政治，还与嘉靖初年的政治现实有着密切的关

系。世宗以宗藩身份入主大宝，初始有杨廷和等大臣因大礼议与他分庭抗礼，很难形成融洽的君臣关

系，张璁、桂萼等议礼大臣受到世宗重用以后，很快又形成了亲如鱼水的君臣关系，这无疑是十分有

利于密疏政治实施的。而在嘉靖一朝中，朝臣给世宗进密疏的主要集中在杨一清内阁以后，杨廷和内

阁中很少有给世宗进呈密疏的，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世宗皇帝重视密疏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其一，世宗给朝臣赐印许密疏言事者很多，超过明代的

其他皇帝。明代给朝臣赐印，许密疏言事的先例是由仁宗开启的，此后遂形成传统，为以后诸帝所遵

循。仅据笔者所见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到嘉靖末年以前，明代给朝臣赐印许密疏言事者，总共有 35

人，其中嘉靖一朝就 16人，几占总数的一半，而洪熙、宣德、景泰和成化四朝才 19人。④在嘉靖朝

被赐印许密疏言事的官员中有，杨一清、张璁、桂萼、李时、费宏、夏言、顾鼎臣、翟銮、方献夫、

严嵩、郭勋、仇鸾、邵元节、陶仲文、张佐和麦福等，其中阁臣占大多数的朝臣有 12 人，而邵元节

和陶仲文当属助世宗皇帝斋醮的佞幸，张佐和麦福是宦官，这些人都和世宗曾保持过密切的关系。世

宗在颁给朝臣的《赐银章敕》中说：“朕思朝廷政事，体类甚多，其有紧关重事，必须谋及左右信臣，

以匡不逮。今除军国重务文移，朕与卿等共理外，或有封对文书，必须验封识以防出入。今以银图书

二枚，凡有讲学政事问于卿者，以‘耆德忠正’印封；若或朝政有差，忠言未纳，用舍倒置，诸凡利

于小民，关于朕德及政事之缺者，以‘绳愆纠违’印封，皆以密疏来闻，庶得征验其真，亦朕免于过

差矣。卿其钦乎。嘉靖六年十月十五日。”⑤赐张璁、桂萼等其他人的敕，除了在所颁印信内容上小

① 《明史》卷二三○，《马孟祯传》。
② 赵翼:《陔余丛考》卷一八，《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
③ 王剑：《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 3期。
④ 王剑：《明代密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 192页。
⑤ 杨一清：《杨一清集》，《宸翰录》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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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别外，其他内容多大同小异。从该敕中可以看出，实际上世宗要求被赐印信的朝臣应该密疏言事

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是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邵元节、陶仲文两佞幸，和张

佐、麦福两宦官也被赐印许密疏言事，虽然他们被赐印多是为了在助世宗斋醮时更加便捷，但至少表

明了他们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和特殊需要。 

其二，朝臣多积极地给世宗进密疏，使得密疏成为许多朝臣言事议政的重要途径。世宗给诸朝臣

赐印以后，被赐印者无不积极给世宗上密疏，甚至有被赐印者在进密疏方面态度马虎者，还受到世宗

皇帝的严厉批评，如夏言。夏言因“所上密疏章奏，时有洗改文字，或忘加钦赐银印”，被世宗皇帝

痛责，进而要求“既不遵奉，原赐印记并历年御帖，可即进缴。”①但赐印只是给这些朝臣进密疏的

一种特别荣宠，它不是对其他没有被赐印者进密疏的限制，在明代，没有被赐印者给皇帝进密疏者累

朝皆有，嘉靖朝也一样，比如席书、张延龄、杨继盛、参议顾可学、赵文华、赵文华子赵怿思、徐阶

等，这些人也多是世宗特别荣宠的人，他们也都经常地给世宗皇帝进密疏。以杨一清和徐阶为例，在

杨一清和徐阶的文集里保留了大量密疏及世宗的批答。杨一清给世宗的密疏主要集中在嘉靖六年九月

至九年九月间，②徐阶文集中收录的密疏最早是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七日的《请还大内并召见大臣计

议边事》，最后一通密疏是嘉靖四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的《论将军缙贵请继》，③而此后世宗一直是处于

病危的昏迷状态，根本已无法再批阅密疏，直至十二月十四日驾崩。杨一清和徐阶，一个是被赐印许

密疏言事者，一个不是；一个在嘉靖初年，一个处于嘉靖末年，他们在为政中，密疏成为他们与世宗

皇帝议政言事的最主要方式。 

其三，世宗对朝臣密疏的批答更加重视、及时。嘉靖初年，世宗皇帝精力旺盛，既要与臣下论学，

又要继续他的议礼活动，还有许多日常繁杂的政务要处理。此间各项重大政事，他都要以密谕的形式

向亲信大臣进行垂询，而大臣们也都会就此进密疏，表达自己的意见。密谕和密疏一时成为嘉靖君臣

讨论国事的最主要方式。世宗皇帝朝臣所上密疏的批答都是十分及时的，有当日批答者，更多的是第

二天批出者，但很少有第三天或更长时间批答的。以批答杨一清的密疏为例，有当日批答者，如嘉靖

六年，世宗因礼部尚书桂萼请禁约尼僧，毁其寺院，欲禁毁京师皇姑寺，但杨一清考虑到孝宗皇后张

氏及世宗母后不毁皇姑寺的建议，因而上密疏《论存留皇姑寺奏对》，提醒世宗要“曲体两宫之意”，

并建议世宗将皇姑寺存留。世宗皇帝接到杨一清的密疏后，即刻批答，“今早得卿密疏告朕，切见爱

朕至意……”。世宗的批答中所说“今早得卿密疏”，说明了世宗对密疏批答是十分及时的，至迟不会

晚于当晚。再如，嘉靖七年初，杨一清见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承勋的朝班位次在阁臣张璁、

桂萼之前，遂上密疏《论崇礼大臣本》，建议世宗将张璁、桂萼二臣“量加散官职衔，使与李承勋相

等”。世宗也是当即批答，“只才午间得卿一疏，足见辅导至切。……”④世宗的批答说明，杨一清的

密疏是午间送至御前，下午皇帝就作了批答。

在世宗对密疏的批答中，第二天批出前一天密疏的占绝大多数。第二天即对密疏作出批答，应该

①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五五，《罢辅臣敕》
② 参见杨一清：《杨一清集·密谕录》。《密谕录》共 7卷，收录的一清所上密疏共 102篇，其中还包括世宗皇帝对每篇
密疏的批答。
③ 分别参见徐阶：《世经堂集》卷二，奏对二，及卷三，奏对三。
④ 杨一清：《杨一清集》密谕录，卷五，政谕上，《论崇礼大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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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十分及时的，体现了皇帝对密疏要比正常章奏重视得多。当然，如果再考虑密疏的转呈时间、世

宗的健康因素以及皇帝除去日常起居外还有其他事宜需要处理等因素，恐怕这种批答速度，是一般章

奏不能启及的。

结 论

自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和近人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得出明代中叶君主多怠政之说以

后，现当代的学人也都将此说奉为圭臬，在言及中叶诸帝为政作风时，多一概而论。总得来说，自成

化以来，中叶诸帝确实不如太祖、太宗，甚至是英宗那样勤政，但将几位皇帝等而视之，也很显然是

有失公允。就世宗来说，嘉靖初年，他致力于大礼议，完成了他想要达到的每一个议礼的要求，同时

他还和阁臣一起刷新了明中叶以来的诸多弊政，嘉靖二十一年以后，他虽长期修玄于西苑，好象远离

了对朝政的控制，实际上，无论他是前期的励精图治，还是后期专心于修玄，他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朝

政的绝对控制。正所谓后人所说的“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①虽修玄厌政而“大张驰、大封拜、

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 

何以能至此？窃以为，就是世宗皇帝的理政风格与其他诸帝迥异而已。他的理政方式经历了三个

变化，即，由勤于早朝理政到临御日浅；由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的转变；由批答章奏向更加重视

密疏的转变。此三变，在形式和表面上，是一个比一个隐蔽，一个比一个看起来好象是疏于理政，（由

于密疏有高度保密的特征，除了皇帝和上密疏者外，其他人是不可能得知君臣之间有密疏政治之事，

因而密疏政治的隐蔽性是非常突出的）事实上，恰恰相反，世宗皇帝就是在越来越“怠政”的表象下，

通过密疏政治越来越严密地现实了对朝政的控制。也正是这些越来越“怠政”的表象，成为后人认为

世宗皇帝也是一个怠政之君的主要原因。 

不过，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世宗皇帝理政方式的每一个转变并不都是以时间先后为序的。从勤

于早朝到临御日浅，从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在时间上基本是可以承接的，大约是以嘉靖二十一

年的宫婢之变为界线，但也并非是十分的严格，因为自日理章奏八件成为传统以后，上朝理政往往流

于形式，对朝臣章奏的批答则成为更主要的理政方式，而自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以后，世宗皇帝不

再上朝，因而，世宗皇帝的理政方式完全转向了对批答章奏的依赖。而世宗皇帝由批答章奏向更加重

视密疏的转变，则完全是贯穿嘉靖一朝绝大多数时间的。这主要是因为，在本质上，密疏也是一种章

奏，只不过它的地位较为特殊，作用更加突出罢了。从嘉靖初年世宗赐银印给部分朝臣许他们密疏言

事始，密疏就一直是世宗皇帝掌控朝政最主要的方式，这在时间上和世宗勤于上朝，再由勤于上朝到

重视对章奏的批答的转变并不矛盾，这也正说明了密疏在嘉靖朝独特的地位。

① 《明世宗实录》卷五六六，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辛丑。


